马维忠老师逸闻

作者：抱朴子

马老师1950年进入华中，行政方面，历任班主任、教导主任、教务主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教学方面，任高年级史、地教师。他的传闻很多实录若干

一）真假护照 

1956年，时任缅甸仰光华侨中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维忠先生，因申办回国观光手续，被移民局刁难，准备驱逐出境，理由是使用了假的护照。马维忠先生的护照是1949年在缅北珊邦重镇——景东办的，缅甸的地方政府为什么给老百姓办假护照？看来护照不在真假，根本原因是想把你赶走，找了一个茬。为啥找他的茬？还要从头说起。

马维忠先生执教华中。

华中是缅华社会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在使用新旧课本的斗争中也走在前列。华侨中学董事长曾顺续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力主采用民主、革命的新华版课本，摒弃旧版本。当时，缅华社会新旧两股势力斗争激烈。新旧课本之争，使“中正”中学一分为二，自愿使用新课本的学生占2/3，另行开课。曾公站在斗争前列，遂遭蒋帮特务杀害，壮烈牺牲。华侨中学全体师生热泪盈眶，与缅华爱国侨胞一起，为曾顺续烈士举行了悲壮的丧礼，丧礼上恭读的 祭文，就是马维忠先生代拟的。祭文用词精练，惜墨如金，以浓缩的语言，道出了拜祭者的心情。朗读者声情并茂，荡人心魂；倾听者肠断心碎，热泪倾盆。（见附件二）

除执教华中外，马维忠先生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兼任缅华教师联合会常委等职务。

在缅华教师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上，马维忠先生说：“今后缅华教师联合会的组织，应成为我缅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之一。”又说：“缅华的各级及各科教师，是负有选择和传递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责任，而使每一个儿童，每一个青年，发其天秉，尽其我者：教师是生产者的生产，应该在集体生活中，以求适应，应该在生活的各方面，以谋完满，在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切切实实地”负起建设新生祖国教育的重任--------。”

马先生名维忠字贯恕 ，连起来就是，维护传统，以一贯之，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他信仰三民主义，15岁（1925年）就参加国民党，衷心致力于国民教育。在抗日胜利后，相信国民党会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改革要从基层做起，接受卢汉的委任，就任云南车里县县长。上任之后，他就要实施他的“恕道”，对土匪安抚，结果是因“剿匪不力”被“撤职查办”。目睹国民党政权走向腐朽败亡，他失望了。到仰光后，他彻底脱离国民党，毅然投入缅华民主教育事业。1951年，由肖维梅、周禾书介绍，在仰光加入民主同盟。

移民局处于国内外政治形势需要，把他列入驱逐名单不足为怪。

但是华中需要他。马维忠先生在华中校园内住宿，忠于华侨教育事业，以校为家，埋头苦干。学校虽有分工，但每逢 学生临时有事与其他老师难以联系，就找他解决。马维忠先生待人接物，始终以”恕”贯之,常受极左人士之讥讽；宝陀先生对他为人一本至诚的描述是;“与人无忤复无争，豁达胸怀对太清。一事平生常谨守，是非善恶定分明”。敦厚纯朴的性格，使他周围的人如沐春风化雨，受益极多。华中经他多年之协助策划，能有长足进展，从各方面来说，都显示着蓬蓬勃勃气象，不停地向前迈进。

所以董事会支持他打官司。

当然，官司以失败而告终。1957年6月，马 先生全家回到大陆。

二）红白岔路口      马维忠执教华中               作者：抱朴子

1955年春，华中校长李国华用书面向董事会辞职，要求回国，于是董事会与领事部商量决定，组织校务委员会，以集体力量领导校务，并以杨老清、陈占梅、陈福顺三位为代表，邀约维忠等五人前往，当场宣布马维忠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导主任，萧维梅副之，辛维庚为校委兼副教导主任，阮丹萍为校委兼生活管理组组长，郭光华副之。

马是一位新移民，他是怎样来到华中的?在闽粤华侨眼目中，他是外江人，缺少社会资源， 凭什么当上 侨校最高学府一把手？

1949年，马维忠逃离西双版纳（见附件一）到达大其力，大其力属缅甸管辖，它与泰国的清迈府mei sai 仅一水之隔。购物，一个上午就可走个来回,马维忠按照笔记本上的地址去泰国寻陈兵人(泰国共产党人，后在全国侨联工作)未果，找到了几个同乡及云南朋友，他们以孩子见面礼为名，给了不少接济，同时，还介绍到大其力镇上的一所华侨小学教语文。

半年后，一家人来到仰光。

仰光华侨以闽南人为主，广东人次之，再次是云南人，在闽粤人看来，除此三类，都是“外江人”一伙。马维忠一家到仰光住进小客店很狼狈。他按笔记本上的地址，找到陈孝奇先生。海外侨胞都有互助的优良传统，有困难先找馆啊，会啊的。陈领他到江浙同乡会，有了落脚处，再说找工作。凭着一口嘉兴地区的官话，马维忠一家住进了外江人之家——江浙同乡会。

江浙同乡会位于百尺路（Latha  St.），楼下是洗衣店，楼上是会址，面积仅25㎡左右。马先生一家六口，晚上打地铺，白天卷起来让别人办公。没地方做饭，只好到广东大街的饭馆里买点残羹剩饭。
马维忠先生手无缚鸡之力、脑无晋商之才、身无一技之长，却有吃粉笔灰的经历。抗日时期有过交情的陈孝奇先生，答应帮他找工作，同乡会里 ，也有人给他介绍中正中学的校长夏言。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的华侨学校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挂青天白日旗，使用中华民国国定课本；一派挂五星红旗，改用新加坡现代版的课本或新华书店版新教科书。孝奇先生是民革成员，对蒋介石的腐朽统治深痛恶绝，囿于马先生有过任伪县长的经历，不愿贸然推荐。中正中学的校长夏言，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统治政权这一边，学校使用旧课本。由于她对马维忠的教学能力不了解，迟迟不作决定。马维忠这边，一家六口靠人救济不是个办法。为了生活不管你红校白校，只希望有工作就好。

工作在哪里呢？那时节，华侨内部斗争激烈，从陆路海路来了不少难民，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

一个月过去了，马维忠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一家六口，眼睛看着他，压力很大。没有工作又缺少朋友，于是就喝酒。一人闷头喝酒，喝醉了与楼下的顾客争吵。顾客认为他是疯子，报告警察局，人地生疏的马维忠，就这样被警察当作疯子捉将官去。

马太太到国民小学找陈孝奇，在百尺路邻接21条路口，遇到周志昌，周烦她上办公室，就领他到17条街的陈孝奇家。孝奇先生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到警察局了解情况后，方知不是他一个人能把马救出去的。陈出于私情救人，而警察局不见公证岂容你把人带走。于是就找到医师孙健民，由孙证明马非病态、无精神病，是生活失常以酒浇愁而失态。医师在此一带有权威，加上 江浙同乡会的莊瑞五出面担保，出去一定不会影响社会治安。

经此一吓，孝奇先生认为根本办法，还是要解决工作问题，于是详细地向李国华讲述此事过程，同时介绍了马维忠在保山师范及保山华侨中学任教经历。李、陈二位，同是缅华社会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同是从国民党阵营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志士，相互信任。在谈话的当晚就去江浙同乡会与马面谈，同意到华中执教。第二天，中正中学的校长夏言先生也到江浙同乡会聘请。此时的马维忠已有挑选余地。

他曽经在1949年元月，策动了西双版纳首府——车里起义，游击队顺利解放西双版纳地区。他用自己的行动，说明早已脱离了国民党，当然不会主动返回那个阵营，对夏言的聘任，只能是婉言谢绝。

工作有了，华中没有空房，住宿仍无着落。给马维忠开证明的孙健民医师，帮了大忙。孙健民河北人氏。他的父亲孙汉章是天主教神父，挽华中西学校的校长，1948。07。21去世。时，陈孝奇曾以教育界的名义与周志昌前去吊唁。孙健民医师一家，是自重庆逃难来的，对马颇为同情。他透露挽华有房可借住，就由孝奇先生接洽成功，1950年7月，该校腾出一间教室，作为一家人的住房。住到挽华，发现恰巧与孙健民住在一个院子，半分钟就能走到。孙的普通话讲得很好，文字差些，有时请马帮忙翻译某些文稿。顺其自然，马就在挽华兼点课。此乃后话。

在缅华红白两派势力中，挽华属中间偏右，马维忠住在这里，又执教于缅华社会的革命堡垒——华中，在两派间应付确很尴尬。直到1952年搬到华中校园，才摆脱这种尴尬。

三）老师乡音重  同学兴趣浓

马维忠老师的乡音太重，学生大多听不懂。根据这个缺点，学校安排他教授高年级的史、地课程。他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一是加强备课；一般在晚饭后睡一觉，起来博览书报，天快亮再睡一觉，清晨起来锻炼身体。由于知识面广博，备课充分，讲课生动不枯燥，课堂里打瞌睡的同学几乎没有。二是注意板书；除了把纲领性的文字写在黑板上以外，还把 可能听不懂的单字写在黑板上。一位校友在回忆录中说道：“马维忠先生是属于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带着浓厚的海盐腔，把石头念成“沙头”；把“黄”念成“王”。他自知语音不对，就把“石头”、“黄”、“王”，写在黑板上。所以，尽管他讲的是杭州普通话，我们也能全部听懂。他讲历史娓娓动听，既能说清来龙去脉，又能把各个朝代兴亡的教训，对当代有所借鉴之处，正确分析清楚。马维忠先生讲课有一种魅力，使我们当学生的不得不开动脑筋，以史为镜，对照自己，对照现实。” 

他的讲课广受同学欢迎，所以，学校又按排他教语文。他规定同学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实际就是自由选题作文），从而迅速提高了学生文字表达能力。一位校友在回忆录中说：“马维忠先生还教过高中语文，无论教语文或教历史，同样受同学们欢迎。受过他语文教育的人，无不终生受益。”又说：“我们感到听他的课，不仅能获得文化知识，而且还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

但是，马先生最擅长的还是教学行政。他在上海暨南大学学的专业是教育理论；在保山、昆明的几所师范学校里，也是以教育行政管理为主，经验丰富、理论扎实。所以， 担任教导主任后更能施展他的才华。

马维忠老师在校务会议上，对在校老师提出继续学习的要求。他说：”有“学”，然后能“教”。不惟没有学问的人，不能胜任“教”职，即有相当学问而学不进步的，也不能胜任。这神圣的“教职”，真正说来任教就是求学的另一方面。你在学校内教某科，一方面固然是表示你对某科已有相当学问，你能发抒你已有的心得以教；同时在另一方面，你仍要对这门学科继续研究，俾有新的心得，授给学生。“教”，不是碰机会，不是对本宣科，而是要有心得可以发抒；更不是像囤积商之抛售存货，只是输出旧日积存，而毫无新的收购。“教”的主要目的，是在不断地研究，求学问以达日新月异。”又说：“教学与求学，只是职务上、名义上或年龄上的差别。一位教师，他只是名义上、职务上是某校的教师。他的年龄，或许比学生大，然而他求学的努力和需要，却与一位在校的学生毫无差别；一位教师，因他更能认识学问的重要，更能感觉学问的兴趣，所以他对于学问的努力，他所吸收的精神养料，往往远比那求学的学生多。总之,任教包含求学，求学是为提高任教的质量。”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全校教师：“在任教以前，必须作一思想准备，要认识先生的继续学习，是一件光荣的事，要坦率向学生宣布：先生学习的重要性，并以身作则去实行。” 

为了师生身体的健康，马维忠老师极力响应毛主席的“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的“三好”号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于每晨六时十五分，亲自参加校园的广播体操。寄宿的学生及负责此项工作的老师，全体参加。不负实际责任的住校老师及他们的家属，也动员参加。在课时安排方面，每天下午三时后，老师、学生都有课外运动 。如：男、女生篮、排球的班际比赛，田径运动等；老师则组织华师队，经常和各班学生及校外各社团、学校的球队作友谊比赛。这样，不但可以练好身体，而且更深一层地搞好师生间及社会与学校间的关系

这些活动促使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作者：抱朴子 2013-8-3

附件一：

从西双版纳到金三角

王玉珍口述     钟楼整理

亡夫马维忠，浙江海盐人。青少年即立志教育救国，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5年，参加了国民党。暨南①大学毕业后任《现代教育评论》②发行兼编辑。1938年春，在“江西农村建设人员养成所”工作期间，激于日寇侵占中华半壁河山，毅然投笔从戎，组织游击队抗日，反共高潮中被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熊式辉部强行改编。马维忠被迫带我们离开江西逃亡到云南保山、昆明等地教书。

弃教从政  县官入狱   1944年，马维忠为了争取机会，将自己的救国抱负能在较大范围内施展，在伪云南省教育厅保送下，参加了县长检定考试，③结果被录用。因无靠山，时过两年后才被派往车里④出任县长。

车里，土地贫脊，瘴气流行，语言不通。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是个难于治理的地方。而马维忠却认为它是个搞“改良主义”的好地方。上任伊始，积极推行新政。如：修道路、办学校、建立医院、减免赋税等⑤。人事方面，起用土司头人参加县政权工作⑥。铲烟禁毒，采取坚决措施。实行全县烟民登记，首先从县政府做起，并亲赴各乡督促铲除鸦片。因警察局长带头全局都吸毒，他就任命樊涛另行组建一个不吸大烟的防卫队加以制衡。

但是，就连这样一点改良措施，由于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行不通的。马维忠到任不久，即遭迫害。

导火线是对“匪”⑦的态度。马维忠主张对“匪”宜取安抚教育，而不主张“围剿”。这就引起了反动政权的不安。1947年底，云南省政府委派一名姓朱的专员来车里视察。朱到后即向马索要金子七两。马说：“一个穷县长哪来那么多金子，我把各乡的乡长找来开会，如果他们说有，就让他们直接交给你，不必经过我的手”，该专员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开你们的会，我不参加！”他没有拿到金子，其后果可想而知。1948年4月，马维忠被扣以“铲烟不力”的罪名，被“撤职查办”，接着是对匪“防剿不力”，复加以“讯办”。

新任县长李拂一，也想在马维忠身上捞一把，他向马索要银元三千，没有达到目的，就以“交代不清”的罪名抄家，他们翻箱倒柜，只找出一百块银元。于是恼羞成怒，把马维忠关进警察局的大牢。我们母子四人被赶到偏房的两间小屋里住，除了买菜、洗衣，孩子也不准走出大门。

策反起义     当时，驻地反革命武装有三支：一是警察，全抽鸦片，警察局长徐子和就是一个大烟鬼；二是省保安队的少数武装，武器较好，但人太少；三是县防卫队，较前两支战斗力强，负责九龙江⑧的江防。如果这支队伍瓦解，共产党游击队过江就没问题了。县防卫队队长樊涛是江苏人，学生出身，富有江湖义气，他对马维忠一向如老师般地敬重，即使马遇难入狱，也仗其特殊身份，常去探望。樊涛对马含冤入狱深表同情，他主张劫狱，另谋出路。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使马维忠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但要他造反，则顾虑重重，因而没有答应。

李拂一接任县长后，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连县防卫队的兵饷也常遭克扣。李拂一的倒行逆施，不但引起官兵的不满，也引起县政府公务人员及傣族头人的不满。为了缓和不满情绪，他把大家认为“清官”的马维忠换了一个单间关押，并在生活上稍予优待，樊涛来探望也更加方便。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元月。李拂一下台，换了张孟希当县长，因革命形势变化，张不敢赴任，让郭慰堂[9]代理。郭与马有旧交，就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于是活动更方便了。

有一天，我在九龙江边洗衣服，碰见鲁文聪⑩派来的人说，怕有人打黑枪，要马带我们离开车里。鲁原是车里县孟养乡的乡长，跟马私交甚好，不知为啥，他组织了游击队，后任滇边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考虑和平解放是上策，多次和樊涛密谋，决定找趁机会起义。

一九四九年二月，鲁又派人给我带来一张纸条，约定某日晨4时游击队过江。马当即让我把樊涛找来，商定撤去九龙江的防卫部队。那天拂晓，江边有零星枪声，防卫队加强了县政府大院的警戒，不让任何人出去。郭慰堂预感大事不好，跑来动员马维忠跟他一块外逃，马维忠不去，并说：“出去会被乱枪打死，以静待动为好”。

天明后，马维忠会同樊涛、陈某⑾等人，打开县政府大门迎接滇南边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进驻，完整地接收了敌伪档案及财产，伪政权所有武装接受改编，鲁文聪及梅玉清⑿一齐动员马维忠仍旧担任县长，马再三谢绝，说要回老家去。经挽留后，答应给游击队帮一阵子忙，任第三支队民运组组长⒀。

游击队渡过天险九龙江，和平解放了车里，接着车佛南整个地区也很快解放了。我们全家准备从打洛⒁到缅甸去，到了佛海，才知道打洛已被国民党残部占领。只好暂在杨某（人呼杨保长）开的马帮店里住下。为了生活，还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出售从车里带来的衣、物和火柴等日用杂品。

有几天，孩子们唱起了一支歌：“车佛南来了邹代表，百姓个个喜洋洋，……”游击队驻地举行营火晚会，欢迎从外地来的党代表，参加的群众都要带一根木柴，投入火中。

党代表来后，游击队的内部可能出现分歧（或混进坏人），这种分歧，给我们带来了又一次灾难。我们住的是马帮店里一明一暗的两间小房子，一天来了几个带枪的，把我们赶到暗间，他们在那明间屋里搜查东西，以后，又把我们赶到另一间，不许我们走动，说是要找金子。东西翻了，房间内挖了好几个坑，在一无所获之后，将马维忠带到监狱里，戴上大型木脚镣不能站立。我不认得字，到处求人，无人理睬。好容易，找到一个姓朱的负责人，他对我讲：“你把钱交出来就放人”，我说：“你们不是抄过家了吗，抄出多少，拿去就是了，马维忠对解放车、佛、南是有功的，为什么把他抓起来？”当时鲁文聪如果在场，对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真会把他骂一顿。

到达金三角  ⒂  国民党李弥残部南逃，跟鲁文聪为敌的93师在乡军人又趁机起事，游击队力量不敌要撤走。游击队从马维忠身上榨不出油水，他们不想背着这个包袱走，只好放人。

有一天，马帮店里来了一队马帮，说是要到缅甸去，走大猛龙—大其力这条路。当夜，我们不睡觉，连夜整理东西，第二天天刚亮，就把三个孩子叫起来上路，时间可能是1949年的7～8月间。

从地图上看，佛海经大猛龙到大其力只有六~七百公里，但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马帮行路的规律是天明即起，中午打个尖⒃，天黑才休息，有时打听到前方不安宁，一休息就是几天。大猛 龙位于九龙江的一条支流边，到了江边，天已黑了，过江时，急流冲走了两个孩子，在寻找时，我和马维忠又走散了，大猛 龙乡有两位马维忠的旧部下，他们动员了一些人把我们找齐。我当时怀孕，加上着急就病倒了，大家住下，等了我三天。

一个月以后，我们走出了丛林，到达大其力，大其力属缅甸管辖，它与泰国的清迈府mei sai 仅一水之隔。购物一个上午就可走个来回,马维忠按照笔记本上的地址去泰国寻陈兵人⒄未果，找到了几个同乡及云南朋友，他们以给孩子见面礼为名，给了我不少接济，同时，还介绍到大其力镇上的一所华侨小学教语文。

我因旅途劳累，不足月就生下一个女孩，就是现在的泰英。我们在住房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由老大负责买卖，隔两天到河对岸的泰国进货，还给泰英洗尿布。老二不满十岁，也无力上学了，砍柴、挖野菜、下河捞鱼等等，全是他干，马维忠只是看书。

听说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听说国民党的广东兵要来了，我们又准备流浪

原文载陕西《归侨春秋》1991年3.4两期

校务委员主任马维忠

抱朴子

1955年春，仰光华侨中学校长李国华要求回国， 董事会与中国驻缅使馆领事部商量，决定组织校务委员会，以集体力量领导校务，并以杨老清、陈占梅、陈福顺三位为代表，邀约维忠等五人前往，当场宣布马维忠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导主任，萧维梅副之，辛维庚为校委兼副教导主任，阮丹萍为校委兼生活管理组组长，郭光华副之。

马是一位新移民，他是怎样来到华中的?在闽粤华侨眼目中，他是外江人，缺少社会资源，凭什么当上缅华侨校最高学府一把手？

董事会与领事部是这样考虑的：

马维忠先生手无缚鸡之力、脑无晋商之才。身无一技之长，却有吃粉笔灰的经历。1949年底，刚到仰光时，抗日时期有过交往的陈孝奇先生，答应帮他找工作；江浙同乡会里，也有人给他介绍中正中学的校长夏言。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的华侨学校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挂青天白日旗，使用中华民国国定课本；一派挂五星红旗，改用新加坡现代版的课本或新华书店版新教科书。孝奇先生是民革成员，对蒋介石的腐朽统治深痛恶绝，囿于马先生有过任伪县长的经历，不愿贸然推荐。中正中学的校长夏言，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统治政权这一边，学校继续使用旧课本。由于她对马维忠的教学能力不了解，迟迟不作决定。

孝奇先生详细地向李国华介绍了马维忠在保山师范及筹办保山华侨中学经历。李、陈二位，同是缅华社会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同是从国民党阵营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志士，相互信任。在谈话的当晚就去江浙同乡会与马面谈，同意到华中执教。第二天，中正中学的校长夏言先生也到江浙同乡会聘请，此时的马维忠已有挑选余地。

他曽经在1949年元月，策动了西双版纳首府——车里起义，游击队顺利解放西双版纳地区。他用自己的行动，说明早已脱离了国民党，当然不会主动返回那个阵营，对夏言的聘任，只能是婉言谢绝。

马老师1950年进入华中。行政方面，历任班主任、教导主任、教务主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教学方面，任高年级文史地教师。除执教华中外，马维忠先生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兼任缅华教师联合会常委等职务及报社副刊编辑等。

马维忠先生是1925年的老国民党党员，到仰光后，他彻底脱离国民党，毅然投入缅华民主教育事业。1951年，由肖维梅、周禾书介绍，在仰光加入民主同盟。

马维忠老师的乡音太重，学生大多听不懂。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一是加强备课；二是注意板书，除了把纲领性的文字写在黑板上以外，还把 可能听不懂的单字写在黑板上。一位校友在回忆录中说道：“马维忠先生是属于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带着浓厚的海盐腔，把石头念成“沙头”；把“黄”念成“王”。他自知语音不对，就把“石头”、“黄”、“王”，写在黑板上。所以，尽管他讲的是杭州普通话，大家也能全部听懂。他讲历史娓娓动听，既能说清来龙去脉，又能把各个朝代兴亡的教训，对当代有所借鉴之处，正确分析清楚。马维忠先生讲课有一种魅力，当学生的不得不开动脑筋，以史为镜，对照自己，对照现实。”

他规定同学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实际就是自由选题作文），从而迅速提高了学生文字表达能力。一位校友在回忆录中说：“马维忠先生 无论教语文或教历史，同样受同学们欢迎。受过他语文教育的人，无不终生受益。”又说：“我们感到听他的课，不仅能获得文化知识，而且还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

但是，马先生最擅长的还是教学行政。他在上海暨南大学学的专业是教育理论；在保山、昆明的几所师范学校里，也是以教育行政管理为主，经验丰富、理论扎实。所以， 担任教导主任后更能施展他的才华。

马维忠老师在校务会议上，对在校老师提出继续学习的要求。说：“教学与求学，只是职务上、名义上或年龄上的差别。 任教包含求学，求学是为提高任教的质量。”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全校教师：“在任教以前，必须作一思想准备，要认识先生的继续学习，是一件光荣的事，要坦率地向学生宣布，先生学习的重要性，并以身作则去实行。”

马维忠先生字贯恕，待人接物，始终以“恕”贯之，常受极左人士之讥讽；宝陀先生对他为人一本至诚的描述，是：“与人无忤复无争，豁达胸怀对太清。一事平生常谨守，是非善恶定分明”。敦厚纯朴的性格，使他周围的人如沐春风化雨，受益极多。华中经他多年之协助策划，能有长足进展，从各方面来说，都显示着蓬蓬勃勃气象，不停地向前迈进。
